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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及其时代的研究，自明代以来，持续不断，热情不减，发表或出版的著述可

谓数量众多，然而研读有关文献资料，仍感到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形成新的认识和见解。诸如朱元

璋的家世，其先祖勉强可追溯至四世，他自称是“田野间一农民尔”
‹1›
，并不认为自己是天生龙种。但从解缙

撰写《天潢玉牒》以来
‹2›
，有关朱元璋家世的记载，就多了虚假成分，出现了所谓祥瑞与神助的描述，神化

迷信色彩渐趋浓厚。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修纂的《明太祖实录》，即明代的“国史”
‹3›
，把朱氏家世与圣

贤相联系，虚构了朱氏家世与佛道神仙的故事，突出了神佑朱氏的主调。嘉靖以后，在明人著述和笔记之

‹1›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丙午（至正二十六年，龙凤十二年）四月庚午条，台湾史语所校本。

‹2›  《天潢玉牒》一卷，《千顷堂书目·史部·谱系类》、《四库全书总目·别史类存目》皆著录，无撰者名氏，明《纪录汇编》、清《胜朝遗事》

均收入此书，题解为解缙撰。解缙，字大绅，吉水人，官至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明史卷一四七有传。

‹3›  著名的历史学家瞿林东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指出：“自东汉以来，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本朝史的撰述；而自唐以后，则

有起居注、实录、国史相互配合，形成了本朝史撰述的机制。明朝则只修实录，不修国史；它的浩繁的实录，仍然显示出官修史书所具有的优

势。” 北京出版社，1999年。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在《明实录研究》中认为，“国史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指‘本朝的历史’，如黄景昉的《国史唯

疑》和潘柽章的《国史考异》，均使用这一概念；另一种是指‘一国之正史’，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记载当朝历史的史著。在明代，普遍把《明实录》称

作‘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有的明代学者甚至直接将《明实录》称作“正史”。

内容提要  朱元璋撰写的《朱氏世德碑》是有关朱氏家世的第一个文本，续其而成的

《皇陵碑》及《孝子皇帝谨述》则是前一碑文的增补修订本，这三通碑文为研究朱氏家

世及他本人早期身世提供了权威文献。随着明代专制统治的不断巩固，朱元璋的政治

诉求有了新的变化，同时撰写了与自己身世经历密切相关的《纪梦》、《周颠仙传》来

宣扬君权神授等天命思想，他的这些反常举动，为其继任者系统虚构和神化其家世身

世埋下伏笔。永乐时期《天潢玉牒》和国史《明太祖实录》的修纂者，深谙朱元璋內

心的迫切愿望，也清楚神化朱氏先辈的家世身世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朱元

璋皇陵碑与后人修纂的有关其家世身世等官私文献內容，对其前因后果及其复杂演变过

程作了概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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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了极力渲染神化朱元璋家世及其个人经历的倾向，造神的语境愈加浓厚，编造出来的荒诞离奇的

“神龙”故事广为流传。在朱元璋家世记载中，为什么会衍生出这些神异故事，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其用意和

目的又是什么？而明清以来的国史、正史和私家著述与野史，为何热衷于记录和传播这些内容？怎样解释或

理解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等等，都是明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确实有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必要。

一  《朱氏世德碑》、《皇陵碑》和《御制皇陵碑》

研究朱氏家世的第一人是朱元璋，他撰写的《朱氏世德碑》，是当下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传世文本。这个文

本不是一个完整记载，下限到龙凤九年（即至正二十三年，1363），此时朱元璋正处在创业过程中。在碑文

中，朱元璋开宗明义：“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其先君曾告诉他，朱氏“世

为朱巷人，宗族俱存”。龙凤五年（即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调兵遣将，攻克金陵，与世居句容的“父母

昆弟四十余人，始得与之叙长幼，行亲睦之道”，亲眼看到朱家巷的“历世祖墓”后，他确信“朱氏世次，自仲

八公之上不可复考，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这说明，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之前，基本搞清了自

己的家世渊源。但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后，追尊四代考妣，却不是将自己手撰的家世刻在凤阳《皇陵碑》上，

而是授意翰林侍读学士危素代为撰写，且在叙述方式和某些内容方面作了修正，增加了自己的身世经历，为

何要这么做？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认为《皇陵碑》内容，仍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再立

《御制皇陵碑》
‹1›
，将真实意图和目的全盘托出。至此，朱元璋对家世渊源与自己身世经历的梳理算是有了

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果。因此，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委，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三通碑文的形成及内在渊

源关系；二、朱元璋最初考订的手稿《朱氏世德碑》与代笔碑文的内容有什么变化；三、朱元璋已对家世碑文作

过修订，为什么洪武十一年，亲自撰文，再予确认，其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现存三通《皇陵碑》的渊源关系。毫无疑问，《朱氏世德碑》是朱元璋关于朱氏家世的最早

手稿文本，发现于先辈大臣家中
‹2›
，其成文于何年何月，因无具体撰写时间，而明清以来的研究者亦未作专

门考证，故一时难以确认具体的撰写年月，但从其所载内容下限看，龙凤九年三月，在他称吴王的前一年，

追尊其三代世祖，封赠官职，且于闰三月十一日“祗诣先垄，焚香告祭”的叙述推断，下限止于此，而缺载龙

凤九年闰三月下旬至洪武元年的内容。因此，洪武元年（1368）正月乙亥，定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

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曾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

‹1› 王剑英著《明中都研究》一书，载有“《大明皇陵之碑》考释”一文，对朱元璋谨述的皇陵碑文之史源作了翔实的考证和梳理，对研究皇

陵碑颇有帮助，但没有进行三通碑文的比较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2›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朱氏世德碑》记载：“瑛旧于先辈大臣家获《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太祖之手笔也，御制集中所

缺。近又见《剪胜旧闻》所载与此本有异，因借校观，讹者辨之，异者存之，各于其下释焉，尚或字讹句漏，谨依原文拜录于左。”（明）吕毖辑：

《明朝小史》卷一《洪武纪·世德碑》亦载此碑，舛讹之处与野闻同。见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第四册，广陵书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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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庙号仁祖；妣皆尊封为皇后等内容不见于其记载中
‹1›
。据此可断定，其成稿在龙凤九年闰三月十一日之

后。而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奉命撰写的《皇陵碑》，成文于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且经朱元璋钦定
‹2›
；《御

制皇陵碑》则完成于洪武十一年四月
‹3›
。所以三通皇陵碑的排列顺序是：《朱氏世德碑》、《皇陵碑》和《御制皇

陵碑》。其中，虽然第一通碑文不是全本，但它是朱元璋实地考察句容朱家巷先祖陵墓、拜会朱氏宗族之后写

成的权威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朱氏家世的渊源，故具有非同一般的原创性和可靠性，是《皇陵碑》的母本；第

二通碑是危素根据朱元璋的授意，摘取钦定手稿内容，经反复推敲修饰而成。危素所谓“兹欲撰文，词臣考

摭弗周，则记载弗称，敢以上请”，于是“臣善长以上所录付词撰文”的记载表明
‹4›
，危素是奉朱元璋之命而撰

写碑文，其内容是根据“上所录付词”而成，下限到洪武二年以前；第三通碑是朱元璋对《朱氏世德碑》和危素

所撰《皇陵碑》的再次修订和重新确认，其下限止于洪武十一年四月以前，以所载内容和时限而言，三通碑文

都非朱元璋家世身世与经历的完整记录。

其次，三通《皇陵碑》的相同之处与差异区别。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详细论证了本家朱氏出自金陵句

容朱家巷通德乡的事实和经过，强调其家世并非显赫望族，而是以“服勤农业”起家。从地望上讲，也不属于

沛国范畴。其先祖元代时为淘金户，后为生活所迫，由句容迁徙至盱眙、濠州钟离同居，以“务本”谋生路。

他说
‹5›
：

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上世以来服勤农业，五世仲八公娶陈

氏，生男三人，长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长四五公，次

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为

祖父母，有二子，长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讳世珍。元籍淘金户，非土产，市于他方以供岁赋，

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弃田卢，携二子迁泗州盱眙县。先伯考十又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营家泗

州，置田产。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迁濠州钟离县，其后先考君因至钟离同居。先伯父洎先

考君性皆淳良，务本积德，与人无疾言忤色，乡里称为世长。先伯娶刘氏，子四人，重一公、重二

公、重三公皆生于盱眙，次重五公生钟离。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

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未已，相继而殁。先

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为都督，重六、重七皆绝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岁甲

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家，三兄出赘刘氏，某托猫缁流。二十四岁天下大乱，诸兄皆亡，淮兵

‹1›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条，台湾史语所校本。

‹2›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乙亥条记载：“诏立《皇陵碑》。先是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丞相、宣国公李

善长诣陵立碑。”《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危素传》记载：“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数访以元兴亡之故，且诏撰《皇陵碑》文，皆称旨。”

‹3›  载于嘉靖十四年刻本《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四，又载（明）邓士龙编辑《国朝典故》卷一《天潢玉牒》附《御制皇陵碑》，见徐大龄、王天有

主校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4›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皇陵碑》，上海书店，2001年8月。

‹5›   前揭（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朱氏世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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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起，掠入行伍。为集义旅，兵力渐众，因取滁、和。龙凤三年，率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君

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曰思乡之思，即访求故乡宗族之所居，遂调兵取句容，明年克

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举族父母昆弟四十余人至，始得之叙长幼，行亲睦之道。但朱氏世次，

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历世墓在朱巷，惟高祖葬泗州、先考

葬钟离，此朱氏之原委也。

爰自金陵、太平驻师，开府为建台之所也，实乡郡焉。连岁征伐，拓境吴楚瓯越，方数千里，

由是累膺显爵，乃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赠曾祖为资德大夫、淮南等处中书省左丞相、上护

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先祖为光禄大夫、江西等处中书省右丞相、太尉、吴国

公，先祖妣王氏吴国夫人，先府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吴国公，先妣陈氏吴国

夫人。以闰三月十一日祗诣先垄，焚香告祭，遵旧典也。重念报本者礼所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

己能，实先世灵长之泽垂衍后昆，宜得推恩三代并为上公，以遂为子孙者之至。《书》曰：“作善

降之百祥。”《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凡子孙当体祖

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之所望也。于是备书于石，以传信将来，有所考焉。

从朱元璋备书的、可传信将来的《朱氏世德碑》可知，其文虽成于明朝创立之前，但根据充分，内容朴

实，相信没有虚假和攀龙附凤的成分，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无容怀疑，可以作为研究朱元璋家世的权威文献。

由危素撰文的《皇陵碑》，名义上是以朱元璋“手录大概”而成，但与《朱氏世德碑》记载作比较后发现，其

主旨和取向反映了创建大明王朝后朱元璋追述家世的真实心态，内容增加了与其身世经历有关的人和事，碑

文结构和形式更接近传统样式。从时限上看，朱氏家世身世碑文的记载止于大明王朝创立。从所述内容看，

有增有删也有修订，增加的有“时家甚贫，谋葬无所，同里刘大秀悯其孤苦，与地一方以葬皇考、皇妣，今之

先陵是也……谨献陵曰皇陵，汝其据事直言无讳”等；铭文是新增内容。删除的有“龙凤年号”和冠以元代职

官的封赠，如“龙凤三年，率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君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但朱氏世次，自

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赠曾祖为资德大夫、淮南等处中书省左丞相……先祖

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等。其修订未说明原因，如《朱氏世德碑》所载“先考君娶陈氏，长重四公生

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一段，《皇陵碑》修改为：“皇考有

四子：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镇；仲兄讳某，生于灵璧；三兄讳某，生于虹县。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

生焉。十年后，复迁钟离之西乡。”
‹1›
《朱氏世德碑》所载“岁甲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家，三兄出赘刘氏”，

《皇陵碑》修改为：“长兄侍亲，仲兄、三兄皆出赘，既而复迁太平乡之孤村庄。岁甲申，皇考及皇妣陈氏俱

亡弃，长兄与其子亦继殁。”其增删和修订，或据朱元璋自撰、或遵其自述，或为其钦定或授意，当不是奉命

撰文者的发挥和独创。

洪武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陵园时，以“孝子皇帝谨述”的第一人称语气，重

‹1› 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页1－2，中华书局，197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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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御制皇陵碑》，声称其意是“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世代见之”使“世世承运而务德，必彷佛于殷商”，“谕嗣以

抚昌”。朱元璋藉此对自撰和钦定的朱氏家世与身世经历再作删减、增补和修订。其增补有“孟嫂携幼，东归

故乡”；“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试与智者相商，乃告知曰：‘果束手以待罪，抑奋臂

而相戕？’智者为我计划，且阴祷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

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驸马引儿来接我，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

次兄已殁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等。所修订处主要表现在修辞和内容两方面，如“皇考及皇妣陈氏俱亡弃，

长兄与其子亦继殁”，修订为“皇考终而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丧”；“同里刘大秀

悯其孤苦……”，修订为“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得与葬地，邻里惆怅，忽伊郑兄之慷慨，惠此黄

壤”；“邻人汪氏助为之礼”，修订为“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等等，其所载人和事更加

具体，内容增加了其早期身世经历等内容。从不断修订的三通碑文内容可知，尤其是后两通碑文，无论是其

内容增删还是修订，都说明随着大明王朝的创立，以及巩固政权的需要，朱元璋对自己家世身世的认知正在

发生选择性的记忆和取舍，有的被淡化，如高祖、曾祖、先考等家世渊源不再是强调和突出的重点，而自己的

艰难创业过程、神灵的荫佑、国运的延续等内容见诸碑文，成为关注或记载的重点。出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

幕后的主导者是朱元璋，朝中大臣或词臣是助推者，两者上下互动，彼此呼应，最终目的就是要突出君权神

授思想，维护当朝皇帝的独尊地位，为专制集权服务，这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朱元璋建国之前与创立大明之

后，其治国安邦之策和政治理念正在发生变化的特殊复杂背景，也是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朱元璋为控制思想

意识领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

第三，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三通《皇陵碑》，为美化和神化朱氏家世和身世经历提供了基本素材和母

本。三通碑文内容侧重点虽各有不同，叙事方式、遣词造句、文风也存在差异，但其宗旨却有一个共同指向，

即一个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能够在元末群雄割据中，异军突起，创建明朝，确实非同寻常，似乎有一种神秘

力量荫佑。朱元璋起草《朱氏世德碑》时，正是大明王朝的创建时期，他把自己的命运归结为是“先祖父积功

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的善报。他曾明确指出，撰写家世的最大愿望是“凡我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

仁，以承其绪于无穷”。翰林危素奉命撰写《皇陵碑》时，贯彻了朱元璋的基本思想，特别强调家世开端，朱

元璋能够“奉天承运，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实由祖宗积德所致”。但他未能透彻领会朱元璋的真实意图和潜

在指向。其实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朱元璋手书家世的内容已与《朱氏世德碑》有了不同的表述，他宣称：

“朕以十五年间遂成大业”，“富有天下”，是仰“赖天地之佑，祖宗之福也”，充分肯定天地神灵护佑是第一位

的，而“祖宗仁德”退居第二位。这种微妙变化，表明朱元璋蓄藏已久的君权神授天命思想正式浮出水面
‹1›
，

而此时元朝已被推翻，大明王朝已经创立，朱元璋不用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当洪武二年二月，危素奉

‹1› 元至正十四年，朱元璋攻克滁州，当时他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名部将，就萌生了“群雄之中当膺天命者”，“请自某始”，“愿天早降大命”

的政治野心。《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上以四方割据称雄者众，战争无虚日，又旱蝗相仍，人民饥馑死者相枕，藉心甚忧之。乃祷于天曰：

天下纷纷，群雄并争，迭相胜负，生民皇皇，坠于涂炭，不有所属，物类尽矣。愿天早降大命，以靖祸乱。苟元祚未终，则群雄宜早息，某亦

处群雄中，请自某始。若元祚已终，群雄之中，当有膺天命者，大命早归之，无使生民久阽危苦存亡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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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撰写皇陵碑文时，其手稿中即有“汝其据事直言无讳”的文字提示，危素似乎未能深刻体会其深意，但奉命

前往凤阳诣陵立碑的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却从中嗅到了朱元璋的真实意图，于是他把朱元璋与古代的圣贤

帝王虞舜及汉高祖相提并论，并煞有其事地说“臣善长以上手所录付词臣撰文，臣善长等钦承明训，黾勉论

次，惟古先帝若虞舜、汉高祖皆起自侧微，以成德业之盛，盖天降大任于圣明，必先有以起之”
‹1›
。接着撰写

铭文，盛赞朱元璋：“皇矣上帝，厥命煌煌，监观四方，有道者昌。惟今天子，奋猫田里，叱风驱霆，仗剑

而起。”把当今太子朱元璋与上帝并列，这无疑为朱元璋和其后继者编造神化故事提供了理论依据。洪武初

期，朱元璋撰写《纪梦》一文，追忆自至正十一年至洪武元年期间，攸关自身命运的“梦”故事，从而将天神与

朱氏家世及自己的身世经历联系起来
‹2›
。洪武十一年四月，建造新的皇家陵园时，朱元璋更以皇陵碑记“皆儒

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之戒”为借口，再次“御制”朱氏家世与自己的身世经历，其重点则转向凸显自己

的“创业”之艰难，并在“身世”中植入“神卜”内容，暗喻自己非常人可比，而是在神灵的指引和佑助让他作出

了命运之中至为关键的决定，从而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创业经历刻立于朱氏“皇堂”之中，置于皇祖的地位，

巧妙地将颂扬祖德与自我美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神化朱氏家世与自己的身世经历、编造神话故事、粉饰自

我，制造舆论埋下了伏笔。

二  《天潢玉牒》和《明太祖实录》所虚构的故事

洪武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含蓄地将自己的身世经历中植入“神卜”内容，但他并不满足

于此，而是加快了自我神化与迷信的过程。撰写《纪梦》之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七月，朱元璋遣官祭祀

庐山的周颠仙人，刻立御制碑，以示优渥与重视
‹3›
。八月，朱元璋撰写《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

文》，强调指出：“今者神神妙用，幽隐于庐岳，独为朕知而济朕……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鲜矣。敢请倏

然而显，倏然而隐，使善者慕而不得，恶者见而难亲，岂不有补于世道者欤？”
‹4›
九月，又撰《周颠仙人传》，

认为周颠仙的所作所为，攸关“国之休咎存亡之道”，肯定他在明朝创立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5›
。对朱元

璋玩弄这套政治把戏的用意，明末史学家谈迁的批评切中要害，他说：“国初如铁冠道人张中、周颠仙，于国

‹1› 李善长的这个想法，在他于至正十四年（1354）投奔朱元璋时就阐述的十分清楚。《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记载：“太祖略地滁

阳，善长迎谒”，朱元璋“尝从容问曰：‘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对曰：‘秦乱，汉高祖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

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称善。”

‹2›  载《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四《纪梦》，嘉靖十四年刻本；又见《全明文》卷一二《朱元璋十二·纪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 （明）谈迁：《国榷》卷一〇，中华书局，1958年12月。

‹4› （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六《御制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万历丁巳年刻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4年12月。

‹5› 前揭（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六《御制周颠仙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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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无毫发之益，自蒙宸眷，今人犹艳称之不置。神道设教，上欲以祛天下之惑，然其惑也深矣。”
‹1›
而《天潢

玉牒》和《明太祖实录》的修纂者，洞悉朱元璋的内心世界，也深知这对于当政的统治者和朱氏家族意味着什

么，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搜罗一些道听途说或民间传说，不加辨别直接植入朱氏家世和朱元璋的身世经历之

中，极力渲染朱元璋得到神佑的虚假史实，想当然地为其先祖涂脂抹粉，开启了神化和粉饰朱氏家世与朱元

璋身世经历的恶例。

《天潢玉牒》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个完整记录朱元璋身世经历的文本，也是朱元璋去世之后，由外人为

朱元璋家族撰写的第一本皇家玉牒。该玉牒按年概要记述朱元璋一生的主要活动，迄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

逝世为止。据此可断定其成书时间，当在洪武三十一年以后，永乐十六年修纂《明太祖实录》之前。在朱元璋

家世及身世经历的记载方面，《天潢玉牒》和《明太祖实录》都编造了很多虚假史实，前者将朱元璋关于纪梦和

天眼尊者及周颠仙的故事，植入其身世经历之中，同时虚构与朱元璋身世有关的神话，鼓吹濠梁有王者之

气，指出朱元璋能够称帝绝非偶然。而后者作为官方正史，更是肆无忌惮地造假，宣称朱元璋系颛顼之后，

朱氏“世居沛国相县”之地，从地缘上将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联系起来，为达到神化朱元璋的目的，更是不择

手段，颠倒黑白，以假乱真，混淆视听。概而言之，上述两部文献精心设计编造的有关朱元璋身世经历的伪

历史，假史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虚构了朱氏先祖系圣贤颛顼之后、世居沛国相县的历史。朱元璋在《朱氏世德碑》中明确记载：“朱

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历世墓在朱巷，惟高祖葬泗州、先考葬

钟离，此朱氏之原委也。”此段记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三方面的重要史实：一是朱氏的世次，只能追溯到仲

八公，之前的不可考；二是本家朱氏，出自金陵句容朱家巷，在通德乡；三是朱氏历世墓在朱巷，高祖葬在

泗州、先考葬在钟离，与历史上的圣贤和沛县的汉高祖刘邦没有什么关系。洪武二年二月，左丞相李善长奉

命撰写皇陵铭文时，其中有“善长等钦承明训，黾勉论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汉高，皆起自侧微，以成德业

之盛。盖天降大任于圣明，必先有以起之”的论述，但这几句话，没有什么根据，也没有说明朱元璋在家世

方面，与虞舜、汉高祖能扯上什么渊源和地缘关系，却非常符合朱元璋的胃口和需要，因此被刻入皇陵碑之

中。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曾指出，汉高祖刘邦起义前是沛县亭长，可算来自底层。明太祖朱元璋则是出身于

真正的贫苦农民，由起义农民的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首脑。一介贫苦农民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明太祖可谓

千古一人
‹2›
。明嘉靖末年的文人郎瑛看到朱元璋、危素及孝子谨述碑文后，对朱元璋与汉高祖的家世背景作

了比较，深有感触地慨叹：“自古帝王之兴，皆位逼势敌，有以成其私志。汉祖虽微，亦为泗上亭长，岂特

有如我太祖不阶尺土者耶？夫起自庶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莫不夸张先世，照耀将来，至有妄认其始祖

者也，岂特有如我太祖特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见天生豪杰上圣之资，不可与常人等也。”
‹3›
此番议论的重点是

‹1› 前揭（明）谈迁：《国榷》卷一〇。

‹2›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明代部分”，页13，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前揭（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皇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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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朱氏家世是名副其实的“卑微者”，明太祖与常人不同的特质是真实而不虚荣，不像有些贵为天子者，明

明家世卑微，却以“妄认其始祖”和“夸张先世”来标榜炫耀，欺世盗名，其中意味深长。

但朱元璋去世后，其继承者和当世文臣，不顾三通家世碑的事实存在，以朱元璋的《纪梦》和《祭天眼尊

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为根据，直接把纪梦内容和道士形象植入家世和国史之中，公然虚构朱氏的始

祖为颛顼，在地缘上编造“龙飞濠梁”、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再有徙居句容的虚假历史，凭借掌握的公共

权力，统治者便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愚弄公众。解缙的《天潢玉牒》，虽从“太祖高皇帝，先世江东句容朱

家巷人”记起，但编造了“龙飞濠梁”的神话，从地理上将濠梁与大禹、周世宗与王者之气等扯上关系，并在按

语中强调：“濠梁即古涂山国，神禹会诸侯之所，时为钟离，今之凤阳府也。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常言荆、

涂二山为濠州朝冈，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
‹1›
永乐十六年修纂《明太祖

实录》时，不问青红皂白，径称朱元璋：“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濠之钟离东乡人也。其先，帝颛顼之

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人号

其里为朱家巷。高祖德祖、曾祖懿祖、祖熙祖累世积善，隐约田里。宋季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

祖讳世珍，元世又徙居钟离之东乡，勤俭忠厚，人称长者。”
‹2›
这段有关朱氏家世的记载，从根本上颠覆了朱

元璋御制碑所载的基本事实，编造了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家世神话语境，代替了原本真实的家世记载。

第二，精心设计和编造了朱元璋身世经历与佛道神仙的故事。历史就是胜利者的“黑板擦”，任由其捏造

和篡改。帝王从来都是造神和用神的高手，朱元璋更可谓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耐人寻味的举动是撰写与自

己身世有关的《纪梦》故事，把自己的“梦”公诸于世，为道士周颠仙立碑立传，歌功颂德。这种异常举动和意

向，在追述其创业艰难经历时有所表露，但未列举具体内容，而他的继承者或御用文人，却毫无掩饰，如获

至宝，将这些内容稍作修订，直接移入《天潢玉牒》和《明太祖实录》之中，从而代替朱元璋完成了未竟的“意

愿”。这些神仙故事，一是朱元璋降诞与黄冠道士的“白药丸”。《天潢玉牒》记载：“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

降诞。适遇陈太后在麦场，见西北有一道士，修髯髻冠，红服象简，来坐场中，以简拨白丸置手中，太后问

曰：‘此何物也？’道士曰：‘大丹，你若要时与你一丸。’不意吞之，忽然不知何往。及诞，白气自东南贯室，

异香经宿不散。”《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

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

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也。自后夜数有光，

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二是朱元璋生病与道士摩顶子时能食的故事。《天潢

玉牒》记载：朱元璋出生后“不能食，淳皇求医归，有一僧奇伟，坐于门侧，曰：‘翁何往？’淳皇曰：‘新生一

子不食。’僧曰：‘至夜子时自能食。’淳皇谢，许为徒，入家取茶，不知何往。至夜半，信然。”《明太祖实录》

卷一记载：朱元璋“常遘疾，抱之佛寺，寺无僧，复抱归，见室东檐下一僧，面壁坐，顾仁祖曰：‘来，乃

‹1›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一《天潢玉牒》，万历间刻本，见徐大龄、王天有主校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2› 《明太祖实录》卷一，台湾史语研究所校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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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抚摩上项。’旦日疾遂愈。后复疾，仁祖念前梦之异，欲俾从释氏，不果。”三是“一龙”与“好人”的故事。

《天潢玉牒》记载：“后十年，迁钟离之西乡，时至正丁丑（至正无丁丑，当为“至元”三年，1337）。俄有一老

翁造门曰：‘你家有一龙。’时太祖正在侧。”《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既而徙居钟离之西乡，后迁太平乡之

孤庄村。太后常谓仁祖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四是“好

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的故事。《天潢玉牒》记载：“又迁太平乡县庄村，复有一翁指淳皇：‘好一个八十公公

到了。’归仁德追封尊号，年符其数。”《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一日黎明，仁祖坐于东室檐下，上侍侧，

有道士长髯朱衣，持简排垣栏，直入，遽揖仁祖曰：‘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仁祖初见道士突入，颇不

悦。闻其言异，乃留之茶，道士不顾而去，既出门不见，时莫知所谓。及上即位，迨上尊号，推其年数，适

符其言。”五是紫衣道士护佑朱元璋的故事。《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岁甲申（至正四年，1344）上年十七，

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疠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

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与仲兄极力营葬事。既葬，念仁祖、太后常许从释氏，乃谋于仲兄，以九月入皇觉

寺。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给，散遣其徒游四方。上遂西游，至合肥界，遇两紫衣人欣然来就，约与俱西。

数日，上忽病，寒热，两人解衣覆上身，夹侍而卧，调护甚至。病少差，复强起行。行数日，至一浮屠下，

两人者辞去，谓上曰：‘姑留此，待我三日。’后三日疾愈，两人亦不至。上心异之。”六是老儒“贵相非凡”的

故事。《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朱元璋“又行至六安，逢一老儒，负书箧甚困，上闵其老，谓曰：‘吾代翁

负。’老儒亦不让，偕行至朱砂镇，共息槐树下。老儒谓上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

为推之。’上具以告，老儒默然良久曰：‘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东南。’

因历告以未然事甚悉。上辞谢之。老儒别去，问其邑里、姓字，皆不答。上遂历游光、固、汝、颍诸州凡三年。

时泗州盗起，列郡骚动，复还至皇觉寺。上所居室，夜复数有光，僧皆惊异。”而《天潢玉牒》记载此内容

时，系之甲申年九月条，并称朱元璋“在寺居室，夜有红光，近视不见，众咸异之”。与实录在时间上有所差

异。另外，还在朱元璋返回皇觉寺的1345年条下，增加了“有红衣道士在寺西北，言：‘这寺中有好人’”的内

容。等等。上述六则故事，有五则与佛道神仙有关，一则与深谙星历术数的老儒有关，这些内容均不见于朱

元璋自述或代笔的皇陵碑家世记载，而在朱元璋去世后，却出现在皇家玉牒或国史之中，其意向和目的有

二：一是说明朱元璋的身世非同一般，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一个始终受神仙护佑的“真命天子”；

二是告谕天下，他的察天观象之术，不是后天成就，而是荷蒙“神人”指点传授，故此能够洞察天下的风云变

幻，高深莫测，无与伦比。

第三，极力掩饰朱元璋未受教育的经历。朱元璋是否受过教育，明代文献闪烁其辞。《朱氏世德碑》未载

此内容，在他自述中有“朕居寺时甫两月，未谙释典……归则无家，出则无学，乃勉而游食四方”，当时活命

都成问题，不可能谙习“释典”。《皇明本纪》说他“复如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
‹1›
。他自己曾说：“朕于幼时，

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学业，故兄弟力于畎亩之间，更入缁流，遂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丧其身

‹1› 前揭（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二《皇明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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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然虽不知圣人之道何如，其当时善人之言，彼虽不教我，我安得不听信之？忽遇群雄并起，于吾之命，

如履薄冰，不数年间，获众保身。又数年，众广而大兴，以统天下。时乃寻儒问道，微知其理。”
‹1›
这段自述

表明，朱元璋幼年时，以家贫“无资求师”，应是事实，不是谦词。但《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其家世时称，“及

上稍长……既就学，聪明过人”，后半句称朱元璋“聪明过人”的确如此，毫不夸张；但前半句“及上稍长……

既就学”，含糊其辞，与朱元璋的自述相矛盾，应当是“后天之学”才对，而不是“稍长”就开始学习了。实录为

掩盖其青少年时期“目不知书”的文盲经历，刻意植入这么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公然为朱元璋的“学历”造假，

编造子虚乌有的“稍长既就学”的内容，为贤者讳，确实有损“实录”的权威性。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朱元璋确

实聪明过人，富有睿智，其口才表达天分、刻苦学习精神、超强的领会能力、实际的写作水平，则非圣明之君

相提并论，是一个天才。对他的语言水平和构思能力，解缙在序顾禄诗时曾说：“高皇帝睿思英发，顷刻数

百千言。臣缙载笔从，辄草书连幅不及停，比进，财点定数字而已。”
‹2›
著名词臣宋濂的别记赞朱元璋：“帝

为文，性或不喜书，诏濂坐榻下操觚受词，食顷滚滚千余言，出经入史，与解缙同。”明代文人黄景昉则感

叹：“不谓开创雄主，兼妙篇章，千古来未有其比。”
‹3›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文义”作过系统研究，他得出的结

论是：“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文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

伟之气自不可掩。至如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聪明天亶，然亦勤于

学问所致。”
‹4›
由此可见，朱元璋博通古今的学问都是后天勤奋学习的结果。因此，《明太祖实录》的画蛇添足

之举，不仅不利于凸显朱元璋的伟岸形象，反而会严重贬损国史的文献价值，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和客观性，

造成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天潢玉牒》和《明太祖实录》继三通皇陵碑之后，作为系统记载朱氏家世及朱元璋身世经历的两

部史料，无疑是研究朱氏家族历史、朱元璋的开国创业过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重要参考文献，但由于修纂者过

于强调其政治性和皇权神授的天命思想，编造虚构朱氏家世渊源，将一些神化和迷信朱元璋身世的内容强行

塞进朱氏玉牒和实录之中，把朱元璋当成“神仙”来吹捧颂扬的做法，无疑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一

方面，由于弄虚作假，使人们对朱氏家世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产生了怀疑，其严重后果是上行下效，有关

朱氏家世的各种神话，充斥官私文献之中，不胫而走，难免使百姓对当政者的公信度产生怀疑，扰乱了人们

正常的人生观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这些荒诞不经、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严重损害了“国史”实录的公正

形象，令人对其权威性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使其原始文献价值大打折扣。明人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曾对

明代实录提出尖锐批评，他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

‹1›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资世通训序》，嘉靖十四年刻本；又见《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  （明）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一《洪武·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

‹3› 前揭（明）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一《洪武·建文》。

‹4›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祖文义》，中华书局，1984年1月。



016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年第4期･ 第192期

妄之世界。”
‹1›
政治需要、统治权术攸关江山社稷，固然重要，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

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的掌控者可以随意编造历史，指鹿为马，强奸民意，愚弄社会公众。

三  简单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朱元璋本人和由他人代笔的三通皇陵碑文的解读，并将其与解缙撰写的《天潢玉牒》和国史

《明太祖实录》中有关朱氏家世和朱元璋身世经历记载内容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初步可以得出如下不成熟的

结论：

第一，三通皇陵碑文的内容基本可信，是研究朱氏家世及朱元璋身世与早期经历的重要参考文献。朱元

璋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是一位“天授

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的盖世明君
‹2›
，同时，他还是朱氏家世的第一位作者，

由他撰写或钦定的皇陵碑共有三通，其中未刊而藏于民间的《朱氏世德碑》，其下限止于龙凤九年，而所载

内容却朴实准确，没有修饰或雕琢的成分，反映了朱氏家世的真实状况。明末清初人傅维麟著《明书》中强

调：“帝王之兴也，莫不光美所生，荫及支庶，其关巨矣……明太祖不附名族，只以己所确知之四世，追尊

帝后，卓哉见欤？”
‹3›
大明王朝创立后，朱元璋又对皇陵碑作了两次修订完善，而这两通皇陵碑文，尽管其语

气、结构以及行文格式上有所不同，内容有所增删修订、调整和补充，尤其在第三通皇陵碑中，增加了朱元璋

身世及经历的内容，然而在记述朱氏家世方面，仍然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朱氏家世的渊源及其基本情况，可作

为研究的重要文献。

第二，朱元璋去世后，撰写的《天潢玉牒》和修纂的《明太祖实录》，是有关朱氏家世及朱元璋身世与经历

的两部完整文献资料，由于编造虚构的神话迷信充斥其中，故使其文献参考价值受到很大影响。前者为私人

著述，后者为体现官方意志的“国史”实录，因受政治指向、编修目的、修纂者观察角度和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制

约，其所载内容侧重点明显存在差异。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天潢玉牒》的编撰者解缙，不仅独立撰写了

第一部完整的朱元璋家世身世与经历的记载，而且他还参与了《明太祖实录》的修纂工作。据此可以断定，在

朱元璋家世、身世的记载方面，他作为朱氏玉牒的起草者或编撰者，无疑在编造虚构朱元璋神话故事方面扮

演了一定的角色，发挥了负面作用。山东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黄冕堂教授曾指出：“元明之际的文人为朱元

璋这个布衣天子编造神话传说格外卖力，有的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有的巧为粉饰，锦上添花；有的荒诞不

经，离奇可笑。”
‹4›
仅就记述朱元璋家世身世与经历而言，这两部文献的共同点是：较为系统地记载了朱元璋

‹1›  （明）张岱（云告点校）：《琅嬛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岳麓书社，1985年7月。

‹2›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中华书局，1974年4月。

‹3›  （清）傅维麟：《明书》卷二二《表一·祖系故王表》，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4›  黄冕堂：《明史管见》页2，齐鲁书社，198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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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世；虚构了朱元璋与神仙的各种故事情节；朱元璋撰写的关于“梦”和道士的内容被巧妙地植入家世和身

世经历的描述之中；朱氏家族与佛道神仙融为一体，亦神亦人，莫辨真伪，达到了预期的造神目的。两者的

差异是：前者为个人著述，体现的是个人意志和学术见解，权威性有限；后者作为“国史”，体现的是官方意

志，朝廷共识，由此造成的政治负面影响更为深远。

第三，朱元璋家世身世及经历记载内容前后所发生的变化，并非偶然，它所反映的是统治者心态的微妙

变化和政治诉求的不同。朱元璋龙凤年间撰写朱氏家世，为的是封赠祖先，光宗耀祖，以为创建大明王朝

作准备。大明创建后，朱元璋令危素代笔撰写《皇陵碑》，派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前往皇陵立碑是告慰列祖

列宗，“赖天地之佑，祖宗之福”，实现了创立大明王朝伟业的宏伟政治目标。洪武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命江

阴侯吴良前往皇陵督办新建的“皇堂”时，他偶然之间“秉鉴窥行，但见苍颜皓首”，不由得想起往日艰苦奋斗

的辛酸经历，于是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为借口，特述自己创业的艰难和不

幸遭遇、奋斗历程，另立一碑文，美其名曰“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实是借机将自己的创业经历与先祖的

家世碑并列，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而以中央六部直接隶属于

皇帝。他作为政府和国家最高首脑，正统的皇权主义者的总代表，再也不用顾忌什么，而是大肆鼓吹自己能

够建立大明伟业，主要是“荷上天眷佑，海岳效灵，祖宗积德”
‹1›
，即天地神灵的眷佑是主要的，而“祖宗积德”

由第一位退居第三位。但朱元璋并不满足于这些，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御制《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

僧文》，九月御制《周颠仙人传》，宣扬道士与大明王朝的特殊关系，自古圣明君主亲自为道士作传，歌功颂

德，实为罕见，朱元璋可谓是其中之一，其真实目的无外是向天下表明，他才是真龙天子，神仙道士都是其

臣下，听命他并为他服务。其实朱元璋的这些前后不一的异常做法和举动，为解缙所洞悉，也为他撰写《天

潢玉牒》、神化和迷信朱元璋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而以“靖难”篡夺皇位的朱棣，为了洗刷“窃贼”的骂名，巩固

来之不易的皇位，达到编造“嫡出”和“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之语的目的，不惜再修、三修《明太祖实录》，反

复篡改其内容。为了神化明太祖，在记载朱氏家世及朱元璋身世经历的记载中，更把朱氏说成是颛顼之后，

这样朱氏先世也由不可考而成为圣明君主之后，其地望乡里也由江左句容追溯至沛国相县，终于与汉高祖扯

上了关系，重新论证朱元璋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一个具有优秀基因和血缘的“神人”，其实质同样是

在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真命天子之后，自然也是“真命天子”。神化乃父的本质目的即神化自己，为的是

在人们的意识中树立起朱姓天下的正统地位，以巩固新兴王朝，江山社稷永续，这就是解缙和朱棣千方百计

虚构编造朱元璋家世的真实动机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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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平云南诏》，嘉靖十四年刻本；又见《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